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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国家发改委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列表，结合企业信息

披露构造项目层面数据集，初步识别了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并通过理论模型推
导、比较静态分析及均衡策略空间模拟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决策是技术

获取型需求和国内上升成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

力有关。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证实了理论预测，即随着国内平均工资增加，企业
OFDI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企业实力和行业利润率对技术获取型 OFDI 有显著正
向影响; 国有力量越小，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的可能性也越大; 当与东道国

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差距扩大对 OFDI 有促进作用; 但当技术差距扩大到一定

程度时，由于企业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将减弱。

关 键 词 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 技术获取 吸收能力

一 引言

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 领域的一个显
著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的比重逐渐下降。在 20 世纪 80 年代

·99·期4第年8102*济经界世



* 王碧珺、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00732; 李冉: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代表处 香港中环金融街 8 号国际金融中心 2 期 78 楼 999077。电子信箱: wangbijun@
cass. org. cn( 王碧珺) ; ran. li@ bis. org( 李冉) ; zhangmingcass@ vip. 126. com( 张明) 。
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转型升级”和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安排和风险防范研究”( 14JZD016 ) 的资助。感谢
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前，99%的全球 OFDI来自发达国家，之后发展中国家 OFDI 的比重缓慢上升，这一步伐

在 20世纪 90年代有所加快，到了 1997 年达到历史高值 16%。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

利影响打击了发展中国家 OFDI的积极性。但进入 21 世纪后尤其是 2002 年之后，发展

中国家 OFDI 快速上升，2014 年发展中国家 OFDI 比重已经从 2007 年的 13%上升到
35% ( UNCTAD，2015) 。亚洲发展中国家是整个发展中世界 OFDI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4年亚洲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地，独占全球 OFDI流出的近 1 /3。

而中国继 2012年首次成为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 OFDI 国以来，2015 年再

创新高，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2016) 。

传统国际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足够强的竞争优势用以克服海外生产所面

临的天然劣势才适宜进行 OFDI( Caves，1971) 。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优势主要是成本

优势以及适用于类似发展阶段国家市场的管理、产品和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

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应该是其他发展程度类似或者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 Lall，1983;Wells，1983) 。

由于研发行为高度集中于发达经济体，而知识的扩散具有地理局限性( Jaffe 等，

1993) ，众多发展中国家企业期望通过 OFDI来发展和提高自身实力，克服自身的竞争

劣势( Makino等，2002; UNCTAD，2006) ，我们将其称为技术获取型 OFDI。这里的“技

术”是泛指，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巧、市场渠道以及品牌商誉等战略性资产。

本文试图分析技术获取型中国企业 OFDI 的决策行为。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有

如下贡献。

第一，弥补了专门针对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 研究的不足。获取技术是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但大部分相关文献主要探讨 OFDI动机、研究 OFDI 逆向技术溢

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使用的数据基本是全范围 OFDI，很少有以

技术获取型为样本的经验研究，针对技术获取型 OFDI 决策分析的研究就更少，本文

试图填补这一缺陷。我们利用初步识别出的技术获取型 OFDI 为样本，经验检验了成

本因素和技术吸收能力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获取型 OFDI决策的影响。

第二，弥补了理论方面缺乏相关研究的不足。国内学者鲜有涉及技术获取型 OFDI

的理论研究，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 Siotis，1999; Smeets和 Bosker，

2011) 。本文通过模型推导和比较静态分析刻画了发展中国家 OFDI 的技术获取效应，

同时还通过均衡策略空间模拟，分析了国内成本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第三，丰富了现有文献对技术获取型 OFDI 的认定方法。现有文献的认定方法主

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投资企业主体的描述。例如，蒋冠宏等( 2013 ) 根据企业在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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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核准和备案类型，将技术研发 OFDI认定为技术获取型。二是学者基于投资目的

地或行业特征的判断。例如，王恕立和向姣姣( 2014) 把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 OFDI 定

义为技术获取型。陈菲琼等( 2015 ) 把发生在高科技行业的并购定义为技术获取型。

三是根据关键变量的显著性来判断，例如刘青等( 2017 ) 取东道国专利数作为关键变

量。而本文使用的是企业自身判断和关键变量显著性两方面相结合的方法。

第四，拓展了行业层面中国 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对企

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Porter，1980) 。但现有中国 OFDI 决定因素的文献大多从企业和国

别视角展开，很少有纳入行业层面影响因素的文献①。本文将国内行业竞争和与东道国

行业层面的技术差距作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表征，分析了这两类行业层面变量对

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从而拓展了行业层面中国 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 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及其模拟;

第四部分初步识别技术获取型中国 OFDI; 第五部分验证理论模型，分析成本因素和吸

收能力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 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 文献回顾

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不少对发展中国家 OFDI 理论的有益探索。早期的理

论主要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 Wells，1983) 和技术本地化理论( Lall，1983) 。这些文献

认为，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的主要优势是成

本优势以及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产品和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

主要投资目的地是其他发展程度类似或者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但 Pradhan( 2004 ) 发

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 OFDI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 更多投资到发

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都积极进行 OFDI，并且出现了更多服务业 OFDI。

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众多发展中国家企业期望通过 OFDI来发展和提高自身

实力，克服自身的竞争劣势( Makino 等，2002; UNCTAD，2006) 。我们将这类称为技术获

取型 OFDI。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知识的扩散具有地理局限性，毕竟研发行为高度集

中于发达经济体( Jaffe 等，1993) 。数个研究发现技术获取型 OFDI 是巴西、波兰、墨西

哥、罗马尼亚等地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因素( Hitt等，2000; Makino等，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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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少数纳入行业层面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 Wang等( 2012) 发现国内行业竞争压力再加上产能过剩和利润
率较低会推动中国企业进行市场获取型 OFDI; 戴翔( 2013) 发现行业外向型发展程度和行业规模优势显著促进中
国企业 OFDI; Cui等( 2014) 发现行业外资比重越高，中国企业越可能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不断丰富变化的实践为理论的演进提供了现实基础。为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国

际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亚太地区跨国企业的成功经验，Mathews( 2006) 提出这些企业的

国际化扩张受到资源连接( linkage) 、杠杆( leverage) 及学习( learning) 的驱动( 即 LLL

框架) 。LLL框架认为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了更多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联系

的机会( linkage) ，以这些机会为杠杆来利用其中的资源( leverage) ，在重复这个过程

时，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学习到更有效地经营管理和技术( learning) 。然而，LLL 框架

更多的是管理学和企业战略学的研究概念，并不能直接验证其对中国的适用性。Luo

和 Tung( 2007) 提出了跳板理论(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认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使用
OFDI作为跳板来获得所需的技术等战略性资产。

专门针对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

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 OFDI动机的探讨。通过案例分析，康荣平和柯银斌( 2002) 发现若干通过

跨国发展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实例，并提出华人跨国企业的“赢得优势论”。通过对国

家层面数据的分析，蒋冠宏和蒋殿春( 2012 ) 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技术获

取动机。而通过微观层面数据的分析，刘青等( 2017) 发现中国经济发展到 2002 年新

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技术获取动机。但也有一些文献认为技术获取动机并不显著
( Cheung和 Qian，2009; Buckley等，2007) 。

二是对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分析。赵伟等( 2006) 发现 OFDI能够促

进母国生产率增长。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4) 发现中国 OFDI 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

著的因果效应。但是王英和刘思峰( 2008) 却认为，以 OFDI为传导机制的国际研发溢

出并没有对中国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这一差异可能与模型设定、变量选取有关，

也可能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相关。

三是对 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李梅和柳士昌( 2012) 发现 OFDI的

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OFDI 仅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

进步和技术效率产生显著正面影响，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并未受益。在微观数据层面

上，李泳( 2009) 考察 OFDI对企业产出和技术人员占比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总体上

企业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相比在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效应上没有差异，但投资到发达

国家的产出增长效应从第 3 年开始有显著提升，且技术增长效应要高于国内投资。而
Wu等( 2016) 发现东道国良好的制度提高了中国 OFDI 企业母公司的创新水平，尤其

是对于那些拥有更强吸收能力和进入更多国家的企业，其正面影响更大。

蒋冠宏等( 2013) 与 Lin等( 2014) 是少数专门针对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 进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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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的文章。蒋冠宏等( 2013) 认为技术研发型 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并且

这样的提升呈倒 U型滞后。Lin等( 2014) 则认为竞争压力、企业治理结构以及财务和

管理水平是技术获取型 OFDI的显著决定因素。

上述文献虽然加深了我们对技术获取型 OFDI 相关问题的认识，但仍存在两方面

缺陷。一是在理论上缺乏相关研究。就作者所知，国内学者鲜有涉及; 而国外虽然 Si-

otis( 1999) 与 Smeets和 Bosker( 2011) 同样发现技术落后的本国公司通过在技术先进

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得技术提升，但他们并没有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间生产成本差异的影响。二是缺乏专门针对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研究弥补了以上缺陷: 首先，在 Siotis( 1999 ) 与 Smeets 和 Bosker( 2011 ) 的研究

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比较静态分析刻画了发展中国家 OFDI 的技术

获取效应，同时还通过均衡策略空间模拟，分析了国内成本和吸收能力的影响，弥补了

之前文献未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生产成本差异的不足。其次，利用国家

发改委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列表和企业信息披露，结合企业自身判断和计量验证，

识别出中国的技术获取型 OFDI。并以此为样本，验证了成本因素和技术吸收能力对

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

三 理论模型及模拟

本部分通过理论模型推导、比较静态分析及均衡策略空间模拟刻画了发展中国家 OF-

DI的技术获取效应。我们在延续 Siotis( 1999) 与 Smeets和 Bosker( 2011) 研究的基础上，进

行了两点修改:一是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契合中国的

实际情况;二是略去了反映技术溢出效应程度的变量，重点考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①。

本部分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的决策受到技术获取需求和国

内成本压力的相互作用，同时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当存在 OFDI 的技

术获取效应时，发展中国家企业( 低生产率) 投资到发达国家能够获得单向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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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国际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战胜东道国本土企业以及第三国企业的显著优势，才能克服海外

经营所面临的天然劣势，从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Siotis( 1999) 把技术溢出效应引入邓宁( Dunning) 的分析框架，
分析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试图说明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企业都有可能进行 OFDI。前者是为
了利用已有优势，后者则可以通过 OFDI来提高自身竞争力。Smeets和 Bosker( 2011 ) 在 Siotis( 1999 ) 模型的基础
上做了两点修改: 一是拓宽了“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度量尺度; 二是把出口也作为技术获取途径。不管是
Siotis( 1999) 还是 Smeets和 Bosker( 2011) 都是基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行为的分析。因此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技
术溢出效应是双向的，国家间成本差异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效应。如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拥有完全的技术吸收能力，在大部分参数组合下，其最优

策略是 OFDI。完全技术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好处将弥补在发达国家生产的成本劣势。

当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完全时，这一吸收能力同其与发达国家企业之

间的技术差距相关。如果技术差距过大，尽管发展中国家企业有较大的学习空间，但

技术吸收能力却较低。从均衡策略来看，当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时，如果技术差距仍然

很大，发展中国家企业会选择出口; 如果技术差距较小，其最优策略变为 OFDI。

( 一) 模型设立

1. 基本设定。在本模型中，有两个国家 S 和 N，S 是发展中国家，N 是发达国家;

有两个企业 s和 n，企业 s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企业 n是发达国家的企业。我们假设

仅存在发达国家 N市场，其逆需求函数为:

pN =  －
xN
s

βN /τ
－
xN
n

βN

其中，pN 是国家 N的产品价格， 是需求参数，由于产品价格为正，该参数足够

大; xN
s 和 xN

n 分别是企业 s和企业 n在国家 N的产出; βN是国家 N的市场规模，τ是出

口的冰山成本。

发展中国家企业 s选择向发达国家 N进行直接投资( m) 或出口( e) 来满足其市场

需求: ( 1) 出口企业需要承担运输、关税等成本。因此，出口 x 产品数量，需要装载更

多的产品数量 τx ( 其中，τ≥1 ) 。( 2) OFDI企业虽然节约了出口成本，但是产生了在

东道国 N的设立成本 FN 。( 3) 当发展中国家企业 s 投资到发达国家 N 时，存在从高

生产率的发达国家企业 n 向低生产率的发展中国家企业 s 的单向技术溢出效应。这

一技术溢出效应将企业 s的生产成本降低了 zan 。其中，an是企业 n的技术水平，z衡

量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 s 对技术的吸收能力。遵循 Berry ( 2006 ) 与 Minbaeva 等
( 2003) 的设定: 0 ≤ z≤ 1 。

2. 边际成本函数。如果没有技术溢出效应，企业的边际成本函数是:

f g
i = cg － ai g∈ { S，N} ; i∈ { s，n}

其中，f g
i 是企业 i在 g国生产的边际成本，cg 是在国家 g 生产的单位可变成本，

ai 是企业 i的生产率。由于产出为正，因此 0 ≤ ai ＜ cg 。

本模型有两个合理的假设: ( 1) 足够大，使得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均为正; ( 2 )

技术的溢出效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得边际成本为正，即 as + zan ＜ cN 。

于是，边际成本函数可以写成: ( 1) 当 s出口时，f N
n = cN － an，f

S
s = cS － as ; ( 2) 当

s进行 OFDI时，f N
n = cN － an，f

N
s = cN － as － z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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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弈描述和利润函数。这是一个两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s 企业在出口( e)

和 OFDI( m) 之间做出选择，策略集合为 σs ∈ { e，m} 。在第二阶段，两企业在 N国进

行古诺竞争，其利润 πσs
i 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国际化策略。πσs

i 表示企业 i在 s 企业采取

策略 σs 的利润。根据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a，SPNE) ，

需要进行反向求解，即先求出第二阶段的产品市场均衡解，企业针对对方的策略进行

最优反应，然后最大化利润。

( 1) 当 s选择出口( e) 时，企业 n的利润为: πe
n =  －

xN
s

βN /τ
－
xN
n

βN
－ ( cN － an[ ]) xN

n ;

企业 s的利润为: πe
s =  －

xN
s

βN /τ
－
xN
n

βN
－ ( cS － as[ ]) xN

s 。对上述两式中 xN
n 、x

N
s 最大

化并进行联立求解后得到产量分别为:

xN
n =

βN

3 (  － 2cN + 2an + cS － as ) ; x
N
s =

βN

3τ
(  － 2cS + 2as + cN － an )

进一步带入利润表达式可得:

πe
n =

βN

9 (  － 2cN + 2an + cS － as )
2 ; πe

s =
βN

9τ
(  － 2cS + 2as + cN － an )

2

( 2) 当 s选择 OFDI( m) 时，由于没有冰山效应，故 N 国逆需求函数表达为: pN =

 －
xN
s

βN
－
xN
n

βN
，带入利润表达式并分别最大化，可得两企业的( 条件) 最优选择为:

xN
n =

βN

2  －
xN
s

βN
－ f( )N

n ; x
N
s =

βN

2  －
xN
n

βN
－ f( )N

s

联立可得两企业均衡产量并代入边际成本表达式可得:

πm
n =

βN

9［ － cN + ( 2 － z) an － as］
2

πm
s =

βN

9［ － cN + 2as + ( 2z － 1) an］
2 － FN

( 二) 比较静态分析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 s的决策，依以上设定，企业 s 选择 OFDI 策略

的条件是:

Δm，e
s ≡ πm

s (·) － πe
s (·) ＞ 0

Δm，e
s (·) =

βN

9［ － cN + 2as + ( 2z － 1) an］
2 －

βN

9τ
(  － 2cS + 2as + cN － an )

2 － FN ＞ 0

·501·期4第年8102*济经界世

王碧珺 李 冉 张 明




1. 基准情景: 没有技术获取效应，z = 0 。考虑一般情形，发达国家生产成本更高

( cN ＞ cS ) ，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更高( an ＞ as ) ，则在前述假设 足够大时:

Δm，e
s (·)
cN

= －
2βN

9 (  － cN + 2as － an ) －
2βN

9τ
(  － 2cS + cN + 2as － an ) ＜ 0 ( 1)

Δm，e
s (·)
cS

=
4βN

9 (  － 2cS + cN + 2as － an ) ＞ 0 ( 2)

Δm，e
s (·)
as

=
4βN

9 (  － cN + 2as － an ) －
1
τ
(  － 2cS + cN + 2as － an[ ]) = － 2

Δm，e
s (·)
an

当 τ ＞ 1 时，
Δm，e

s (·)
as

＞ 0 ，
Δm，e

s (·)
an

＜ 0 ( 3)

根据( 1) 和( 2) 式可知，发达国家生产成本越高，发展中国家企业 s 在发达国家进

行直接投资的盈利性越低，企业 s 越有可能选择出口。同样，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

越高，企业 s则更倾向于进行 OFDI。根据( 3) 式，发达国家企业 n的生产率越高，发展

中国家企业 s进行 OFDI 的概率越低; 而发展中国家企业 s 的生产率越高，其进行 OF-

DI概率越高。这一结果符合直觉，当发达国家企业 n 生产率更高时，发展中国家企业

s处于竞争劣势地位。s在 N国无法获得足够大的市场份额，OFDI 的固定成本会大于

出口的总可变成本，企业 s进行 OFDI的概率降低。

2. 存在技术获取效应，z = 1 。当企业 s到发达国家 N 进行直接投资时，存在从

发达国家企业 n到企业 s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增加了 OFDI对企业 s的吸引力。

定理 1:当低生产率企业( 企业 s) 具有较高的技术吸收能力时，s 会进行 OFDI; 否

则，选择出口。

证明过程如下，假设存在非空的参数集 { FN，βN，τ} ，z* ，使得 Δm，e
s ( z

* ，·) = 0，

则:

Δm，e
s (·)
z

=
4anβN

9 ［ － cN + 2as + ( 2z － 1) an］ ＞ 0

所以，对于所有 z ＜ z* ，企业 s出口; 对于所有 z ＞ z* ，企业 s进行 OFDI。

推论 1:如果企业 s技术吸收能力很高，同时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不是太高，那么

即使出口成本趋于 0，企业 s仍会选择 OFDI。

证明: 令出口成本趋于 0，即 τ→ 1 ; 以及技术吸收能力很高，即 z→ 1 。

Δm，e
s (·)
z

=
4anβN

9 ［ － cN + 2as + an］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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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Δm，e

s (·)
an

＞ 0 ，
Δm，e

s (·)
cN

＜ 0 。

存在 c*N ( a
*
n ) =

－ c2S + (  － 3a*
n + 2as ) cS + 2(  + 2as ) a

*
n －

9FN

4βN

 － cS － a*
n + 2as

，

使得，Δm，e
s ( a

*
n ，·) = Δ

m，e
s ( c

*
N，·) = 0。

同时，由 c*N ( a
*
n ) 的表达式可得:

c*N ( a
*
n ) － a*

n =
－ c2S + (  － 2a*

n + 2as ) cS + a*
n + ( a*

n )
2 －

9FN

4βN

 － cS － a*
n + 2as

。

由于我们假设  足够大，且当在发达国家建厂的固定成本 FN 不够大时，有 c*N
( a*

n ) － a*
n ＞ 0。因此，如果 a*

n ＜ an ＜ cN ＜ c*N ，那么 Δm，e
s ( an，cN ) ＞ 0 。

( 三) 均衡策略空间模拟

在本模型中，企业 s和 n同时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因此没有分析解。这是市场

结构为内生时常见的情况( Motta，1992) 。本博弈的 SPNE 依赖变量的参数区间。为

模拟出均衡策略空间，我们让感兴趣的变量变动，将其他变量固定( 设定为常数) 。本

文关注的是技术吸收能力对均衡策略的影响，以及生产率的差异和国家生产成本差异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均衡策略的影响。因此，我们让这些变量变动，固定其他变量。

具体而言，令 an = 1 和 cN = 2 ，让 as 和 cS 在分别在区间内变动。所有的产出和利润

非负。同 Siotis( 1999) 与 Smeets 和 Bosker( 2011) 的研究保持一致，我们设定  = 5 ，

τ = 1. 05 ，FN = 20 ，βN = 100 。

图 1 无技术吸收能力的均衡策略空间

1. 情景 1: 完全无技术吸收能力。

图 1 描绘了在完全无技术吸收能力下
( z = 0 ) 的均衡策略空间。发展中国

家企业 s 在参数范围内始终选择出口。

可见相对于无技术溢出、有建厂成本的
OFDI，在国内生产并出口的成本较低，

更有吸引力。

2. 情景 2: 完全技术吸收能力。图
2 描绘了在完全技术吸收能力( z = 1 )

下的均衡策略空间。和完全无技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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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完全技术吸收能力的均衡策略空间

收能力的情况比较，在参数范围内，只

要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不过低，企业 s

都会选择 OFDI。

3. 情景 3: 不完全技术吸收能力。

图 3 描绘了在不完全技术吸收能力下

的均衡策略空间。根据现有文献，低生

产率企业的吸收能力同其与高生产率

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密切相关( Girma，

2005) 。如果技术差距过小，低生产率

企业的学习空间有限。如果技术差距

图 3 不完全技术吸收能力的均衡策略空间

过大，尽管低生产率企业有较大的学习

空间，但由于其很难消化，技术吸收能

力较低。因此我们将技术吸收能力设

定为 z = ( as /an )
2 。

发展中国家企业 s 的均衡策略不

仅受到本国生产成本的影响，而且与

其自身的生产率 as 密切相关。当 cS
相对较低时，企业 s 选择出口。这时

国内较低的生产成本比在发达国家进

行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技术溢出更有吸

引力。随着 cS 上升，如果企业 s 的生产率 as 仍然很低，与企业 n 的生产率差距较

大，企业 s 仍然会选择出口。理由是，虽然当 cS 上升时，OFDI 相对出口变得更有吸

引力，但企业 s 的吸收能力太低而不足以吸收 OFDI 的技术溢出。然而，随着 cS 上

升，如果 as 不是太低，技术差距较小，企业 s 的最优策略就变为 OFDI。一方面，随

着 cS 上升，国内较低生产成本的优势被弱化，O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变得更有吸引

力;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技术差距不是很大，那么发展中国家企业 s 有一定的吸收

能力来消化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

四 经验研究 1: 识别技术获取型 OFDI

以上模型刻画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的技术获取效应。本部分试图初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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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中国的技术获取型 OFDI。我们依次进行数据收集、动机标识和计量验证。

( 一) 数据收集

因为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代表的宏观层面 OFDI 数据存在种种问

题( 王碧珺，2013) ，所以我们试图构建具有翔实投资信息的企业项目层面样本数据

集。参考王碧珺和肖河( 2017) 的研究，我们从 OFDI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核准项目列

表着手，首先从列表中获得基本信息，然后通过企业信息披露政策，我们保留了那些公

布了投资额、披露了投资内容的项目信息。而对于投资者和被投资者都是中国企业、

项目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的“返程投资”，以及投资目的是建立贸易中心、工业和科技

园区的项目信息予以删除。

在应用以上标准后，我们最终得到了包括 293 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994. 3

亿美元，由 216 家中国企业在 2003－2011 年上半年完成投资的样本。这一样本在企业

数量上覆盖面并不大，毕竟截至 2011 年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多

达 1. 8 万家。但从投资量来看，同期中国 OFDI总投资额为 2764. 35 亿美元，本样本覆

盖了 40%，因此具有一定代表性。

( 二) 动机标识①

在经济学文献中，企业进行 OFDI通常有 4 个主要动机:“市场获取型”“自然资源

获取型”“技术获取型”及“效率获取型”( Buckley 等，2007) 。由于发改委提供的企业
OFDI信息非常简单，如果仅凭此来区分投资动机，可能存在很多误识别问题。因此，

我们收集并仔细阅读了大量企业披露的项目文件，根据企业自身对投资动机的描述，

再结合现有文献的定义，给每一个 OFDI 项目标识投资动机，并将在下一部分用计量

方法进行验证。具体标识步骤见表 1。

1. 市场获取型。当一国( 威胁) 施加贸易壁垒或者其他市场进入障碍时，企业

为克服这些障碍，直接到东道国进行投资和生产; 或者企业希望更好地服务现有市

场和客户，增强其忠诚度，于是建立海外分支，以贴近当地客户。这些市场获取型
OFDI 都是防守性的。市场获取型 OFDI 还可以是进攻性的，即开拓新市场和发掘新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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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最初版本中，考虑到在实际中企业 OFDI可能受到多重投资动机的驱动，除了将企业自身对投资
动机的第一个描述标识为首要投资动机外，我们还将企业自身对投资动机的第二个描述标识为次要投资动机。
但在验证投资动机的回归结果中，部分关键验证变量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程度下降。我们认为企业所汇报的次
要动机不能很好地反映其真实投资意图。因此，我们仅将企业汇报的首要动机作为投资动机的定义。



表 1 中国 OFDI动机标识的步骤

第一步 仔细阅读每个 OFDI项目披露的文件
第二步 找出企业自身对投资动机的描述

第三步 结合文献中对不同投资动机的定义

市场获取型 维护现有市场份额和客户资源，或者开拓新的市场

自然资源获取型 利用东道国当地的自然要素禀赋

技术获取型 获得技术、品牌、市场渠道以及管理水平等战略性资产
效率获取型 利用东道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

第四步 将企业自身对投资动机的第一个描述标识为投资动机

2. 自然资源获取型。为了利用东道国当地的自然要素禀赋，例如石油和天然气、

金属和非金属、林业等自然资源。

3. 技术获取型。通过直接投资或间接溢出，获得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

渠道等战略性资产。

4. 效率获取型，又称为降低成本型。利用东道国低廉的要素成本( 尤其是劳动力

成本)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提高生产效率。

表 2 列出了所标识的中国 OFDI 动机分布情况。41. 3%的投资项目和 51. 3%的

投资额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其次才是市场获取型和技术获取型。由于我们的理论模

型刻画的是制造业 OFDI，因此后文关注的也是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

表 2 2003－2011 年上半年中国 OFDI的动机

项目数量 占比( % ) 投资额( 亿美元) 占比( % )

整体( 合计) 293 100 994 100

市场获取型 87 29. 7 282 28. 4

自然资源获取型 121 41. 3 510 51. 3

技术获取型 78 26. 6 200 20. 1

效率获取型 7 2. 4 2 0. 2

制造业( 合计) 180 100 312 100

市场获取型 49 27. 2 69 22. 2

自然资源获取型 61 33. 9 99 31. 6

技术获取型 63 35. 0 142 45. 5

效率获取型 7 3. 9 2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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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投资目的是获取技术。技术获取型 OFDI 在

项目数量中占比 35. 0%，在投资额中占比 45. 5%。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海外，主

要目的是获取战略性资产( 先进的技术、品牌和商誉、市场渠道) ，从而增加利润空间，

向产业价值链更高端延伸。此外，获取自然资源是中国制造业企业 OFDI 的第二大目

的。值得关注的是，效率获取型并不是中国 OFDI 的主要动机。一方面，面临成本压

力的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可以向成本更低的中国广阔内陆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本样

本数据主要覆盖的是大型 OFDI项目，成本压力对于低附加值的中小制造企业挑战更

大。

( 三) 计量验证

现实中很难完全判断企业所宣称的投资动机是否就是其真实投资动机。但如果

基本属实，那么从计量上来看，企业 OFDI 决策应该对相应的东道国变量有所反映。

例如，市场获取型 OFDI会对衡量市场机会的宏观变量产生积极反应; 自然资源获取

型 OFDI会对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产生积极反应。

1. 市场获取型验证变量。由于东道国市场机会是重要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东道

国人口规模( Population) 、人均 GDP( GDP_PC) 、年度 GDP增长率( GDPG) 这 3 个变量

来衡量( Wheeler 和 Mody，1992; Eaton 和 Tamura，1994; Lipsey，1999; Lane，2000; Lee，

2002; 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 ) 。这 3 个变量都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 。我们将 Population和 GDP_PC进行对数化处理。

给定其他条件，市场获取型 OFDI应受到东道国人口规模和 GDP增长率的正向影

响。而东道国人均 GDP的影响方向则正负皆有可能: 从正向而言，人均 GDP 越高代

表较强的市场购买力; 从负向来看，发展中国家 OFDI 的目的地常常是其他发展中国

家( UNCTAD，2006) 。

2. 自然资源获取型验证变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是重要决定因素。我

们采用以下变量衡量: 一是参照 Buckley 等( 2007 ) 与 Kolstad 和 Wiig( 2012 ) 的东道国

资源密集度指标 Orefuel，定义为矿石和燃料占东道国总出口的比重; 二是东道国占中

国原材料进口①中的比重( Ｒaw) 。以上变量都是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中商品贸易矩阵数据

计算而来。预期自然资源获取型 OFDI对 Orefuel和 Ｒaw有显著的正面反应。

3. 技术获取型验证变量。我们使用东道国人均专利数( Patent_PC) 和高科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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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CA_hitech) 两个指标来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人均专利数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

PO) 。该指标定义为每百万人口申请专利数①，覆盖了 1980－2013 年约 250 个国家( 地

区) 。较多现有文献使用专利数据来衡量技术水平( Almeida 和 Phene，2004; Fagerberg

和 Srholec，2008) 。我们对 Patent_PC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体现了一国某种产业的比较优势，定义为东道国某产业出口

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除以世界该产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 Balassa，1965) ，即:

ＲCAjdt =
EXjdt /∑ j

EXjdt

∑ d
EXjdt /∑ d∑ j

EXjdt

其中，EXjdt 表示国家 j在 t年行业 d的出口。ＲCAjdt 为国家 j在 t年行业 d的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在本文中，ＲCA_hitech 的定义为东道国高科技产品②出口的比重除

以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重。这一指数越大，说明显示性比较优势越明显。

技术获取型 OFDI应该与东道国人均专利数( Patent_PC) 和东道国在高科技产品

出口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CA_hitech) 正相关。

4. 效率获取型验证变量。效率获取型 OFDI 利用国家间不同要素成本来提高生

产效率。我们参考王碧珺( 2013) 的方法引入以下变量: 以 GDP平减指数( Inflation) 来

衡量通货膨胀水平; 以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 Exchanf) 来衡量币值稳定性; 以人均 GDP

( GDP_PC) 来衡量劳动力成本。Inflation 和 GDP_PC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

据库，而 Exchanf的计算是基于 UNCTAD数据库，对 GDP_PC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 3 将以上验证变量进行了汇总。我们在回归中考虑了可能的异方差现象，并使

用稳健方差估计方法( Huber /White Sandwich Estimator) 进行了调整。在经验检验之

前，我们计算了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以检查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③。

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 ，得到 VIF最

大值为 3. 53，小于 10，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减少内生性

问题的干扰，我们将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采取滞后 1 期处理。此外，还引入了年

份、行业及地区虚拟变量④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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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专利所属国以申请人国籍划分。
来自航空航天、计算机、制药、科学仪器以及电力机械等领域具有较高研发强度的产品。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相关系数矩阵，备索。
依照国家统计局分类，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省份。
受限于数据，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 是否为国有企业和是否为中国 500 强企业。



表 3 OFDI动机的验证变量

验证变量 变量含义 预期符号

市场获取型

自然资源获取型

技术获取型

效率获取型

Population 东道国的人口规模 正向

GDP_PC 东道国人均 GDP水平 不定

GDPG 东道国年度 GDP增长率 正向

Orefuel 东道国矿石和燃料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 正向

Ｒaw 东道国在中国原材料进口中的比重 正向

Patent_PC 东道国人均专利数 正向

ＲCA_hitech 东道国高科技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正向

Inflation 东道国 GDP平减指数 负向

Exchanf 东道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 负向

GDP_PC 东道国人均 GDP 负向

在确定相应验证变量后，我们采用 Probit 概率模型估计样本企业 OFDI 动机决策

行为，以检验企业自己宣称的投资动机是否基本属实。虽然有 4 类投资动机，但我们

并没有使用多值选择模型。主要是因为: 首先，使用多值选择模型需要确定一个动机

作为基准，但该动机的系数无法估计出来; 其次，我们要比较的不是某个 OFDI 动机与

基准动机相比的显著程度，而是要比较该动机与其他所有动机相比的显著程度; 最后，

即使不同投资动机存在相关性也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识别出其最突出的首要投资动

机。考虑如下回归式:

Pr( DOFDIMotivationkt Xkt ) = γ0 + γ1 ln Populatioink，t －1 + γ2 ln GDP_PCk，t －1

+ γ3GDPGk，t －1 + γ4 ln Patent_PCk，t －1 + γ5ＲCA_hitechk，t －1

+ γ6Orefuelk，t －1 + γ7Ｒawk，t －1 + γ8 Inflationk，t －1

+ γ9Exchanfk，t －1 + γControlkt + εkt

其中，DOFDIMotivationkt 为上一部分标识的投资动机，k 和 t 分别代表投资项目①和年

份，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

表 4 汇报了用 Probit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同预期一致，市场获取型 OFDI 受到

市场规模变量 Population和 GDPG的显著正向影响。而 GDP_PC 的变量系数不显著，

如前所述，由于人均 GDP对 OFDI的影响有正负两种渠道，从数据结果来看，正负效应

几乎相抵消，最终回归系数不显著。技术获取型 OFDI 对 Patent_PC 和 ＲCA_hitech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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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取决于变量含义。例如，如果是东道国变量，则表示投资项目所在东道国; 如果是行业变量，则表示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等。



显著正向反应，而自然资源获取型 OFDI受到 Orefuel和 Ｒaw的显著正向作用。效率获

取型 OFDI虽然受样本量所限，但仍然可以观测到受 Inflation的显著负向作用，但人均
GDP和汇率 Exchanf回归系数并不显著。我们还计算了制造业 OFDI子样本的回归结

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类似，结果符合对各类投资动机的预期①。因此，从计量

验证结果来看，企业自己所宣称的投资动机基本属实。

表 4 验证中国 OFDI动机 Probit概率模型回归结果

市场获取型 技术获取型 自然资源获取型 效率获取型

ln Population
0. 399＊＊＊ － 0. 148 － 0. 441＊＊＊ － 0. 111
( 0. 095) ( 0. 167) ( 0. 108) ( 0. 170)

ln GDP_PC
0. 072 1. 124＊＊＊ － 0. 299＊＊ － 0. 246
( 0. 116) ( 0. 412) ( 0. 134) ( 0. 177)

GDPG
0. 108＊＊＊ － 0. 019 － 0. 185＊＊＊ 0. 309＊＊

( 0. 037) ( 0. 050) ( 0. 038) ( 0. 136)

ln Patent_PC
－ 0. 086＊＊ 0. 161＊＊ 0. 011 0. 090
( 0. 039) ( 0. 069) ( 0. 045) ( 0. 080)

ＲCA_hitech
－ 0. 207 0. 985＊＊ － 0. 310 － 2. 041＊＊＊

( 0. 327) ( 0. 485) ( 0. 387) ( 0. 782)

Orefuel
－ 1. 360＊＊＊ － 2. 820＊＊ 2. 253＊＊＊ － 0. 483
( 0. 439) ( 1. 191) ( 0. 533) ( 0. 668)

Ｒaw
－ 8. 725＊＊ － 8. 315 20. 980＊＊＊ 4. 619
( 4. 230) ( 7. 370) ( 5. 390) ( 9. 735)

Inflation
0. 020 － 0. 176＊＊ 0. 054＊＊ － 0. 091＊＊

( 0. 015) ( 0. 070) ( 0. 024) ( 0. 037)

Exchanf
2. 649* － 0. 280 － 0. 647 － 4. 293
( 1. 487) ( 2. 008) ( 1. 738) ( 3. 914)

观测值 267 267 267 267
Ｒ2 0. 324 0. 531 0. 538 0. 450

说明: 括号中的值均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未报告常数项的估计结果; *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后表同。全部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年份、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因变
量为 0、1 变量，如果是所考察的投资动机为 1，否则为 0，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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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子样本回归结果，备索。对于非制造业回归结果，只有自然资源获取型的验证
变量显著，市场获取型和技术获取型都不显著，效率获取型不收敛( 因为没有非制造业效率获取型 OFDI 样本) 。
非制造业 OFDI动机不能完全在本文经验研究 1 中得到验证。本文理论部分的研究对象也是制造业企业，因此我
们在经验研究 2 中分析的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因素。



五 经验研究 2: 制造业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因素

本文第四部分已经初步识别出技术获取型 OFDI，而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说明发

展中经济体企业 OFDI的决策是技术获取型需求和国内上升的成本压力之间相互作

用的结果，同时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那么，上述理论是否能够在中国

企业中得到验证? 本文理论模型的均衡策略空间模拟有两个重要的变量，一是发展中

国家生产成本 cS ( cN已经标准化) ，另一个是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z( 由于 z是 as与 an的

比值，an 已经标准化，分析 as 也就是分析 z) 。因此，本部分将主要分析成本因素和技

术吸收能力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理论模型还涉及刻画出口冰

山成本的变量 τ，但受限于样本数据缺乏出口信息，因此没有囊括。

( 一) 变量

1. 成本变量。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给定其他因素，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使得企

业更有动力到海外投资设厂，因此进行 OFDI 的概率增加。工资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的

首要成本，于是我们选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各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Wage) 作为

成本变量，并预期 Wage回归系数为正。

2. 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来消化 OFDI

所获取的技术。按前文模型设定，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和生产率更高的被投资企

业的技术差距有关。但在缺乏被投资企业层面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中国

技术获取型 OFDI企业的自身能力和所处的行业环境，并试图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推断

出其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具体我们着重考察以下变量。

第一类是企业实力变量。企业实力越强，越可能更好地吸收和消化在 OFDI 中所

获取的技术。然而，企业实力并不容易衡量，因为其是内在且不可见的。同时受限于

数据，我们又无法通过计算企业生产率来近似作为企业实力变量。自 2002 年开始，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都会发布中国企业 500 强名单，并于 2005 年新增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①。我们利用这一数据，设立虚拟变

量 Market_leader，即如果该企业在当年是中国 500 强企业之一，或者中国制造业 /服务

业 500 强企业之一，则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

第二类是国内行业竞争变量。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环境对于其 OFDI 的动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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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果有重要影响( Boter 和 Holmquist，1996 ) 。这一竞争环境既与利润率有关，又受

到行业垄断态势的影响。因此，这里考虑两个维度的行业竞争环境，一是行业利润率，

二是行业国有资本比重。行业利润率( Profit_sale) 定义为总利润除以主营业务收入，

一般而言，行业利润率越高，行业竞争压力越小。然而，较高的行业利润率可能吸引其

他行业的企业进入，从而加大潜在竞争压力。除了行业利润率外，我们还考察了行业

国有资本比重，State_power定义为国有资本在实收资本中所占百分比。行业国有资本

比重较高可能有历史因素，也可能是行业存在一定的民营资本准入限制。

第三类是中国与东道国行业层面的技术差距。技术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 Grünfeld，2006) 。当技术差距较大时，企业有更多学习空间，但是吸收能力却不足;

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企业的学习空间也在缩小，但是吸收能力却在增强( Blalock 和
Gertler，2009) 。基于以上分析，当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差距扩大对投资有促进作

用; 而当技术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由于企业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可能减弱。

因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引入行业技术差距的一次项( Tech _gap ) 和二次项
( Tech_gap_sq) ，并预期 Tech_gap 系数为正，Tech_gap_sq 系数为负，即技术差距和 OF-

DI 概率呈先增后减的二次曲线形式。OECD 专利数据库( OECD Patent Database) 提

供了详尽的欧洲专利局分行业数据，我们使用各国与中国相应行业的比值来反映技

术差距①。

3. 控制变量。我们引入另外 3 个行业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 1) 行业增长率
( Growth) ，定义为总产值年度增长率; ( 2) 人均资产( Intensity) ，定义为行业平均固定

资产除以平均从业人员。( 3) 行业产值比重( Significance) ，定义为各行业占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以上控制变量来自《中国工业经济年鉴》。同时，我们控制了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中 2 位数分类的行业固定效应。

我们的回归对异方差也进行了调整。在经验检验之前，计算各主要变量的相

关系数，以检查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②。然后计算同样回归各变量的
VIF，得到 VIF 最大值为 3. 89 ( 仍小于 10 ) ，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同时，为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我们将所有行业变量进行滞后 1 期处

理。另外，为控制 OFDI 决策的时间波动和地区差异，本文还引入了年份和地区虚

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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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OECD专利数据库使用“知识产权分类”( Intellectu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 进行行业划分。我们将
IPC与工业行业分类进行了匹配。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相关系数矩阵，备索。



( 二) 估计系数

我们估计前述因素对技术获取型 OFDI决策的影响。回归方程可写为 Probit概率

模型回归式:

Pr DStrategicOFDIkt Xkt，( )Industry = Manufacture = Ψ Xkt，( )γ

= γ0 + γ1 ln Wagek，t －1 + γ2Market_leaderk，t －1 + γ3Profit_salek，t －1 + γ4State_powerk，t －1
+ γ5Tech_gapk，t －1 + γ6Tech_gap_sqk，t －1 + γControlkt + εkt

其中，Ψ为累计分布函数，由于我们仅关注制造业企业技术获取型 OFDI 的决定

因素，因此回归限于制造业样本( Industry = Manufacture ) 。DStrategicOFDIkt为技术获取型

OFDI的指示变量，变量定义同前。在具体回归过程中，我们逐步加入各关键变量，表
5 汇报了不同解释变量集下的 Probit回归结果。

表 5 成本因素和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获取型 OFDI决策的影响

( 1) ( 2) ( 3) ( 4) ( 5)

成本因素 ln Wage
1. 476＊＊＊

( 0. 543)
1. 680＊＊＊

( 0. 563)
1. 233＊＊

( 0. 555)
1. 121＊＊

( 0. 567)
1. 182*

( 0. 704)

技术吸收

能力因素

Market_leader

Profit_sale

State_power

Tech_gap

Tech_gap_sq

0. 862＊＊＊ 0. 783＊＊＊ 0. 753＊＊＊ 1. 435＊＊＊

( 0. 272) ( 0. 286) ( 0. 279) ( 0. 486)
16. 660＊＊＊ 18. 250＊＊＊ 23. 690＊＊＊

( 4. 513) ( 4. 472) ( 6. 575)
－ 3. 804＊＊ － 9. 269＊＊

( 1. 750) ( 3. 768)
0. 029＊＊＊

( 0. 007)
－ 5. 420e － 05＊＊

( 2. 300e － 05)

控制变量

Growth

Intensity

Significance

观测值

Ｒ2

0. 118 0. 096 － 0. 342 － 0. 121 0. 808
( 0. 948) ( 0. 885) ( 1. 194) ( 1. 199) ( 1. 207)
－ 0. 022＊＊ － 0. 025＊＊ － 0. 038＊＊＊ － 0. 014 － 0. 007
( 0. 010) ( 0. 010) ( 0. 011) ( 0. 013) ( 0. 025)
－ 3. 569 － 6. 260 － 1. 091 － 2. 578 2. 523
( 5. 118) ( 5. 394) ( 6. 111) ( 5. 884) ( 9. 273)
170 170 170 170 101
0. 220 0. 269 0. 336 0. 354 0. 493

说明: 全部回归都控制了行业、地区和年份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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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本变量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国内生产成本对技术获取型 OFDI 有显著正

向影响。检验变量 lnWag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示随国内平均工资的增加，企业 OFDI

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理论模型中“国内上升的成本压力对
OFDI决策有正向影响”的发现。

2. 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第一类是企业实力变量。企业实力对技术获取型
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变量 Market_leader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表示企业实力越强，其越可能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第二类是国内行业竞争

变量。从行业利润率指标来看，其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

示行业利润率越高，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的概率越高。一般而言，行业利润率

越高意味着行业当下面临的竞争压力越低，尽管潜在的竞争压力会增加。企业不仅有

资金投资到海外的技术，还可以利用本身的利润空间来作为缓冲，赢得吸收技术的时

间，因此更有可能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然而，较高的行业利润率可能吸引其他行业企业的进入，从而加大该行业的潜在

竞争压力，于是我们还考察了另一指标，行业国有资本比重。变量 State_power 的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国有力量越小，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可能性越大。通常，国有力

量越小的行业进入门槛( 至少是行政上的进入门槛) 也越低。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即

使当前享有相对较高的利润空间，由于行业的进入门槛限制较低，也有可能在未来面

临严峻的竞争压力。因此，这些企业有动机进入海外，获取技术等战略性资产，从而保

持和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第三类是中国与东道国行业层面的技术差距。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技术差距的一次

项( Tech_gap)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 Tech_gap_sq)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

符合预期，即技术差距对技术获取型 OFDI概率呈先增后减的二次曲线形式。当技术差

距较低时，技术差距扩大对投资有促进作用; 而当技术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企业

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减弱。样本中技术差距Tech_gap的最大值为383. 39。而二次回

归中 Tech_gap的二次项系数为 －5. 42e －05，一次项系数为 0. 029( 见表 5)。Tech_gap的二

次曲线与 X轴交点为 －0. 029 / －5. 42e －05 =535. 06 ＞ max( Tech_gap) =383. 39，二次曲线

对称轴为 －0. 029 / ( 2 × －5. 42e －05) =268. 18 ＜ max( Tech_gap) =383. 39。也就是说，在样

本取值范围内，技术差距 Tech_gap的增加对技术获取型 OFDI的影响始终为正。但当与东

道国的技术差距过大( 超过阈值 268. 18) 时，这一正向影响的程度将会减小。

( 三) 边际效应

表 6 展示了表 5 Probit 模型对应的边际效应，其中结果为各变量均值处计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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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①。从边际效应来看，国内成本和是否是 500 强企业的影响较大。以最后 1 列的结

果为例，工资每提高 1%，技术获取型 OFDI的概率增加约 63% ; 而企业成为 500 强将

使得其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的概率增加 51%。此外，在技术吸收能力方面，行业利

润率提高 1%，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的概率提高 8. 2% ; 国有资本占比增加 1%，

相应概率减小 3. 6% ; 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增加 1 倍，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的

概率增加 1. 1%。

表 6 成本因素和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获取型 OFDI决策的影响( 边际效应)

成本因素 ln Wage
0. 530＊＊＊

( 0. 151)
0. 641＊＊＊

( 0. 161)
0. 525＊＊＊

( 0. 151)
0. 469＊＊＊

( 0. 154)
0. 626＊＊

( 0. 248)

技术吸收

能力因素

Market_leader

Profit_sale

State_power

Tech_gap

观测值

Ｒ2

0. 298＊＊＊ 0. 255＊＊＊ 0. 245＊＊＊ 0. 510＊＊＊

( 0. 0968) ( 0. 0956) ( 0. 0944) ( 0. 184)

0. 054＊＊＊ 0. 060＊＊＊ 0. 082＊＊＊

( 0. 014) ( 0. 015) ( 0. 022)

－ 0. 014＊＊ － 0. 036＊＊＊

( 0. 006) ( 0. 014)

0. 011＊＊＊

( 0. 00282)

170 170 170 170 101

0. 202 0. 245 0. 347 0. 383 0. 589

六 结论

本文初步识别出技术获取型 OFDI，并在理论模型推导、比较静态分析和均衡策略

空间模拟的基础上，研究技术获取型动机如何受到成本因素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

本文理论部分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的决策是技术获

取需求和国内成本压力上升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有

关。第二，如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拥有完全的技术吸收能力，其最优策略是进行 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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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完全技术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好处将弥补在发达国家生产的成本劣势。第三，当发

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完全时，这一吸收能力同其与发达国家企业间的技

术差距有关。当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时，如果技术差距仍然很大，发展中国家企业仍然

会选择出口; 如果技术差距较小，其最优策略变为 OFDI。

我们利用 2003－2011 年上半年中国 OFDI 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得到主要

结论为: 第一，有 35. 0%的投资项目和 45. 5%的投资额是技术获取型 OFDI，因此获取

技术是中国制造业企业 OFDI的第一大动机。第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对中国技术获

取型 OFDI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第三，企业实力对技术获取型 OFDI 有显著正向影

响。第四，行业利润率越高，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 的概率越高。第五，国有力量

越小，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 OFDI可能性越大。第六，技术差距对技术获取型 OFDI 概

率呈先增后减的二次曲线形式。当技术差距较低时，技术差距扩大对投资有促进作

用; 而当技术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由于企业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减弱。

本文的研究样本尽管从投资规模上覆盖了整体的 40%，但是在样本数量上占同

期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数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主要代表的是大型 OFDI 项目的技术

获取决策分析。要准确且全面地把握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国技术获取型 OFDI 决

策，亟须新的数据支持，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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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dentifies technology-seeking Chinese OFDI based on the matched data of

approved OFDI lists from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Ｒeform Commission ( NDＲC) and the disclosure of

firms’inform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model deduction，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and equilibrium strat-

egy spatial simulation，it is found that the OFDI decision-ma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he result of in-

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cquisition demand and domestic rising costs，and is also related to the tech-

nology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Further empirical tests confirm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average domestic wages，the possibility of OFDI by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Enterprises' strength and the industrial rate of profi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y-seeking

OFDI; The lower the state-owned power，the more likely it is for enterprises to make technology-seeking

OFDI; When the technology gap with the host country is small，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y gap has a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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